
城市的乡愁
———谈双雪涛的沈阳故事兼及一种城市文学

李 雪

一、当城市成为故乡

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起城市文学，往往有

种潜在的乡村视角参与其中，并极易生产二

元对立的且带有批判性的话题。可是对于生

长在城市的年轻作家来说，这种对照不过是

观念的灌输，而鲜有经验的支持。如生长于

北京的“80 后”作家霍艳所说:“50 年代的作

家即便生活在城市里也对农村念念不忘，我

只能自觉地书写城市，他们所要逃离的，正是

我赖以生长的，我无法想象如果离开城市我

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它冰冷无情，却并没

有到达面目狰狞的地步。”①如果我们来拆解

霍艳的这段对城市的表白，并对照其他生长

于城市的青年作家的小说，不难发现两点: 第

一，对于强调“个人故事”的“80 后”作家，城

市化进程已嵌入个人的成长史中，或者说城

市本身作为一种结构性装置帮助塑造了个

人，个人的成长史与城市的发展史实际上具

有了同步性; 第二，相异于对现代性、城市化

的批判立场，这些将城市作为故乡的作家态

度暧昧，批判中亦有对城市难以割舍的深情，

甚至企图在城市中寻找到新的精神与文化以

为城市正名，他们深知城市是他们的历史，也

终将是他们的未来。基于此，笛安的提法丰

富了我们对城市书写的想象，她认为: “所谓

‘都市文学’，指的并不全是描写工业化或后

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不全是描写大城市里

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只可能诞生于

都市中的情感模式，用我自己的更为文艺腔

的表达，所谓都市写作，一定要有的，是对于

都市的乡愁。”②笛安试图在“龙城三部曲”系

列中建立这种城市中生产出来的“情感模

式”，但她的小说往往局限于对私人情感困

境的呈现，“情感模式”的形成过多依赖于家

庭，而无法与城市建立亲密联系，这样“乡

愁”自然失去了原本的指涉对象。
生长于沈阳的“80 后”作家双雪涛实践

了带有“城市乡愁”意味的写作，他将个人历

史与城市的历史进行着不露声色的同步化处

理，并在回望自我成长与父辈遭际中探寻这

座城与城中人的缘起、变化与未来，在他这

里，乡愁不是对城市化的抵抗，乡愁表现为对

城市历史的溯源与对自我起源的追问。值得

注意的是，他的小说不是惯常的“家族史”写

作，不追问过远的历史，他的历史原点始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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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的开始———上世纪 80 年代，偶有一笔

带过的父辈的简史穿插其间，所以小说中的

城市历史也就是他的个人成长史。他的小说

多以“东北 － 沈阳 － 铁西区 － 艳粉街”为背

景，多于当下追忆 80、90 年代的那个“我”与

那群人，随着空间中老铁西区的消逝，时间的

连绵确保了过往的存在、塑造了当下的城与

人。即便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依然可以嗅

到过往的味道、发现旧时代的遗迹，仿佛在时

光之河中漫游，又不断折返此刻。
双雪涛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冷

硬的东北风格，以下岗工人家庭为书写对象

的底层意识，且这些工人来自中国赫赫有名

的铁西区，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当代中国城市

化进程中一个时代的兴盛与终结空前一致，

这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颇具话题性的素

材。然而，因为他的小说具有先锋文学的特

质，不断将具有现实感的故事进行抽象化处

理，并且“内 涵 或 可 解 读 的 空 间 复 杂 又 广

阔”，①会使人觉得地域、阶层、历史事件不过

是闲来之笔，老工业基地的烟囱不过是给小

说罩上灰黑之气的道具。其实恰恰因为城市

化进程深度参与到个体的生命中，成为无形

的手拨弄个人，背景才成为最不需要被强化

的部分。对这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来说，

城市没有那么“面目狰狞”，城市在发展、膨

胀的过程中显现的强力的确摧毁了故地，使

记忆无法找到原有的空间确证存在，双雪涛

也不回避怀念，不断在小说中讲述童年的家

被摧毁，如今的铁西区面目全非。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写作却不是反城市

化的写作，他书写的其实是人与城共同成长

的故事，包括人与城共同的暴力故事。怀旧

不过徒增感伤，在成长与罪恶中重要的是，人

需要通过细致的回忆记载历史，在被时代裹

挟、失重的过程中努力发现某些恒久的具有

“神性”的精神力量以自我支撑。
当城市不再成为镜像、成为景观、成为符

号集合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真正在这里安

身立命，从而建立新的精神、伦理与文化，一

种新的城市文学才可能随之产生。基于这样

的角度，关注城市出身的“80 后”作家尤为重

要，他们没有可以回望、退守的乡村( 甚至他

们的父辈便生长于城市) ，他们没有前史、没
有彼岸，城市便是他们的故乡，是他们全部历

史的载体，所以他们有可能拓宽我们对城市

的理解，提供一种新的人与城的关系。

二、被遗忘的城与被遗弃的人

谈起城市文学，很多人认为那是北上广

深才有资格生产的一种新型文学，工业社会

已经不能给予它足够的养料，它应该携带后

工业社会的证件，具有后现代的品质; 这种城

市文学的主角应该是大都市中形成的、能够

生产新文化的新兴阶层，如城市新贵、以“优

雅”为特征的“中产”、以及具有勃勃生机又

在痛苦挣扎的“小资”。在这种讨论框架中，

其实很多城与人都被淘汰了，他们既无法成

为被铭记的历史遗址，也无法参与当下大都

市的时尚生活。于此同时，文学中所表现的

城市越来越趋同，它们会逐渐丧失传统的、内
在的东西而以符号的形式被呈现。

沈阳当然属于欠发达的二线城市，在被

城市化漏掉的城区死角中依然散发着小城镇

甚或乡土的气息。当前东北经济发展大滑

坡，经济增长值全国排名垫底，资金、人口大

量流出，沈阳这座老工业城市甚至已被视为

“逆发展”的问题城市。可是，若有谁对沈阳

人说，沈阳不算大城市，可能会引起沈阳人的

普遍不满。双雪涛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写到

“这座城”，以及这座城的“大”，仅仅一个铁

西区就要走上一天，行走在艳粉街上最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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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详细的地图，何况这条街还承载着颇具

传奇性的历史。①

沈阳的这种特质很容易使人将其归入古

都老城行列，而比起北京、南京、西安它又少

了文化的包裹、历史的沉淀，若进入到“日常

生活”的写作，它又不具有上海市民生活的

典型性。而与其他市民气显著的内地城市相

比，它的市民社会带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具体

的说是建国后在东北工业基地形成的以国有

工厂为凝聚点的工人阶级强烈的身份意识。
很多时候，这些具有身份自觉的产业工人遵

守的并非是中国传统市民社会因袭的生活方

式与伦理守则，他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显

得简单而粗糙，工厂强大的规训、整合力量帮

助他们以单位为核心建立起人际关系和居住

区，并在集体中获得个人尊严与荣誉感。对

大部分工人来说他们没有办法跟随时代完成

彻底的转型，更无法深入理解市场经济的逻

辑。他们是这个城市现代化工程的奠基者，

曾经是这个工业城市的新型市民，却在时代

进程中被抛弃，被前进的列车拒载。当城市

以资本划分居住地的时候，这些被新时代遗

弃的工人成为低收入者、被去权的阶层流落

到棚户区，流落到贫穷、品流复杂的地方，不

得不与农民工、外来流浪者、罪犯混居。
在我们的城市文学中，城市新移民、农民

工都可以被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可以被认定

为观看城市的重要视角，而这群曾经的主流

原住民却往往处于失语状态。双雪涛以“聋

哑时代”给小说命名，以“默”给人物命名，或

许也正在暗示这样的一个群体及他们的后代

正在城市的边缘漂浮着，无声无息地活着、死
去，比如小说中李默的父亲———“他这一生

忙忙碌碌，没有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到

最后，连动手术的钱都要东拼西凑，没有一件

像样的衣服，查出毛病那天，身上穿的是我高

中时候的校服。可他一点不笨，读过不少书，

下了一手好棋，可这些除了我和妈妈没人知

道”。②“没人知道”、没有声音是这一群体的

现状，但总有些不甘的人试图确证自己的存

在，只不过被社会主潮冲击到岸边的失败者

找 不 到 释 放 能 量 的 出 口，一 种 偏 执 的 方

式———暴力便成了他们捍卫尊严、抵抗不公

的主要方式。
在双雪涛的大部分小说中，作为下岗工

人的父辈的经验是作为背景、故事的缘起被

呈现的，沈阳大量工人的下岗事件并非故事

的主线索，但这种背景、阶层、出身显然被一

再强化，与城市一同成长的少年正是在父母

的一声叹息中、在衣食住行的变化中感受到

了时代的巨变。但双雪涛对外部生活的书写

又是节制的，每况愈下的生活往往通过几个

生活细节被暗示。在克制的写实中，现实生

活中的贫穷、歧视以及由不平所引发的暴力

恰恰成为了“超现实主义小说”的潜结构，个

人的、具体的、历史的痛在“先锋”技巧的包

裹中抵达普遍的人类之痛，或者反过来看，抽

象的对人性、命运的拷问正是在具体的经验

中得以证实。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双雪涛

小说的“虚”中读出“实”的部分，读出实实在

在的被弃群体的困窘、自弃与被歧视。
在老师的眼中，工人阶级的孩子扶不上

墙，在“我”的眼中艳粉街的确有那么多自暴

自弃、无所事事的“二代”。如小说《光明堂》
中所写:“艳粉中学的校风一直不好，这个不

怨艳粉中学，因为艳粉小学也这样，初中毕业

能考上正经高中的孩子大概占百分之十，剩

下的大部分离开艳粉街进入技校和职业高

中，有的索性什么也不念，就在艳粉街上游

荡。在春风歌舞厅和红星台球社，经常能看

到艳粉初中的毕业生，男生女生，一直待到

20 岁，似乎还没待够，每天无所事事，细长的

脖子，叼着烟卷，也没饿死。”③作者在讲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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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人的故事时流露出矛盾的情绪，一方面他

对这群失败者中的怪人无比热爱，情不自禁

地将破败的艳粉街审美化、传奇化，一方面又

不甘于固守，希望逃离故地，或实现阶层的改

变。
贫穷无疑是一种痛苦的体验，它带来的

不止是肉体上的痛，更是精神上的苦。中篇

小说《平原的摩西》以悬疑的外衣包裹了一

个阴差阳错的悲剧故事，悲剧的产生实际上

缘于警察将犯罪与下岗工人、贫穷、艳粉街进

行了关联想象，在偶然因素的催化下错指了

凶手。如果贫穷本身不能摧毁人心，那么对

贫穷以及一个曾经具有强烈身份意识的群体

的歧视和暴力想象则有可能毁掉他们最后的

尊严和坚守，小说中被错指的“凶手”在多年

以后的确通过犯罪去抗议不平、维护正义。
小说里虽然有一个虚指的、升华的“摩西”，

看似引领人物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情境，撞击

人心的其实是现实的残酷。
双雪涛努力书写的就是这座城的过往与

现在，并且以工人子弟的身份意识讲述工人

阶级在时代变动中的痛。他的写作至少提醒

了我们两点。第一，那些貌似被时代淘汰的

城市依然具有自身独特的品质，它们可以丰

富我们的城市体验，使我们获得书写城市的

其他可能性。或许城市文学不止面对当下，

城市文学也包括我们对城市过往的追忆，从

而使城与人不仅具有在场感，亦可获得历史

感。第二，城市中那些被遗忘的群体，尤其那

些与城市一起进化而来的群体，即使在当下

处于边缘位置，依然是城市的重要组成。如

果他们自己不能够发声，文学应当使他们被

理解。
如今我们对城市与城市文学的认定和想

象依赖的大部分还是西方的城市知识，“当

我们描述城市时，主要借鉴的精神资源乃至

技术手段，依然是来自西方文学给予我们的

那些启发。而我们自身，依然缺乏足够的策

略，难以依靠属于我们自己的情感方式来还

原我们的城市经验。”①当我们努力去寻找中

国城市的独特性时，贺绍俊教授的提醒非常

重要:“工业经验和工人文化应该是建立我

们自己的都市文学传统的重要因素。”②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就是一种崭新的城

市书写，但它应该成为城市书写的必要内容，

或成为城市文学之一种。

三、“稍瞬即逝的光芒”

如果说电影《钢的琴》、纪录片《铁西区》
尚有悼念一个时代终结、一个阶级陨落的意

味，尤其《钢的琴》还将散落于社会各个角落

的工人兄弟重聚，通过制造钢琴完成悼念自

我、证明自我的最后仪式，那么作为下岗工人

的孩子、充分投入城市生活的“80 后”一代早

已对城市的巨变习以为常，他们深知城市不

相信眼泪，同样不需要悲情的悼亡诗。双雪

涛若是仅仅满怀怜悯与自怜给失落的阶级写

悼词，在现代主义技巧的包装下讨论善恶、感
叹命运，那总会让人感到乏味。有力量的地

方恰恰是他的小说没有悲戚的悼亡味道，虽

然有一点乡愁与怀旧，落脚点却在追溯自我

与城市的历史上，他想探寻自我的来处、寻找

去处，并希望在追溯中于失败的父辈身上发

现“灿烂的遗产”。
毫无疑问，作者笔下的人物大部分是被

主流社会排挤的“失败者”。父辈因为下岗

迅速滑落到底层，孩子们在严苛的教育体制

中被压制，甚至被逼疯，所有人都逃不过个体

之外力量的摆布，这种力量可以指向政治、社
会、某种制度，甚至集体无意识的偏见，但这

种被摆布就是人类在历史中无法彻底摆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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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更何况每个人自带劣根性，往往是外力

与自我合力毁掉了一个人。然而，双雪涛对

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悲剧命运具有异常顽固

的抵抗，他的抵抗首先通过发现“奇人 /怪
人”、书写“奇人 /怪人”来实现。《大师》中的

父亲虽然是看仓库的低等工，却有着超凡的

棋艺，通达的处事原则，在遭遇下岗、家庭破

裂后即使以酒麻醉自己，却仍能在面对棋局

时瞬间清醒，乍现“光芒”，进退有度。《聋哑

时代》中出现了数位超常的少年，他们虽被

学校所不容，却能自我修炼，满身绝技。作者

的意图再明显不过，这些人虽然被冠以“失

败者”的 名 号，却 都 具 有“稍 瞬 即 逝 的 光

芒”，①通过发现那道“光芒”，双雪涛试图证

明“失败者”也有超凡的特质，他们甚至比其

他人更为自尊、勇敢、值得信任。
在集体的失败中，当然有个别顺时而动

的成功者，《平原的摩西》中就出现了一位在

市场经济中跻身富裕阶层的父亲庄德增。不

过当“红旗广场”的毛主席像被移走时，这个

所谓的“成功人士”也不免要缅怀历史，莫名

惆怅。相比之下，沦为罪犯的李守廉却清楚

地认识到，那些消极抵抗的静坐者不是单纯

在怀旧，当下生活的不如意才是怀旧行为的

根本原因，他们不过是找个借口来发泄私愤。
同为失败者的李守廉不屑于这种无为的、消

极的抗议，也不会因为贫穷作恶，即便选择暴

力作为最后的抗争方式，他却依然有对尊严、
善的坚守。身为工人的后代，双雪涛努力在

这群人身上发现可以值得被继承的遗产，所

以父亲的“罪”从未成为儿子的原罪，父亲的

“失败”从未指向儿子的失败，那个在当代史

中获得强烈主体意识的“儿子”不止发现了

失落阶级的“光芒”，还在努力挣脱对失败的

遗传，正是对“光芒”的发现，儿子珍藏了带

有特定群体属性的荣誉、自尊、质朴以及朴素

的道德意识，从而得以想象“神性”、抵抗沉

沦。

双雪涛与其他热衷书写城市中物质、欲

望、阶层差距、精神困境的“80 后”作家不同，

他的写作是有身份自觉和历史来路的，所以

在虚无的现代都市中他有所依傍。据他本人

的表述来看，他具有宗教情怀，却不具有宗教

信仰，他所谓的“神性”更多指向的是坚守、
捍卫与信，相信美、善、尊严，也相信人自身的

力量，而这种力量无法自我生成，它需要在自

我经验、前代经验、集体经验与历史经验的融

合中被提炼。所以，双雪涛的沈阳故事延展

了时间而获得历史层次感。
在进行城市规划和改造时，我们会考虑:

“如何在城市重写本上规划建造下一个层

次，既满足未来的需求，又不破坏先前产生的

一切。先前产生的东西很重要，因为它是集

体记 忆、政 治 身 份、强 大 的 象 征 意 义 的 场

所。”②而更多时候，新旧无法被平衡、融合，

我们的城市被改造得面目全非。若有一天，

今天的城市面貌已经无从辨认，至少我们可

以通过文学发现曾经的那座城与曾经的自

己，那里有我们的故乡，以及我们的历史。这

种城市书写比起浅薄的批判和贴地的摹写，

或许更有意义。

〔本文系 2014 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

基金项目“辽宁城市文学与城市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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